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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区划撤并的
资源配置效应与经济增长

韦　 欣　 王浦劬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为统筹地方资源、促进生产恢复，中央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行政区划调整，以
提高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和资源配置效率。 文章对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我国省级区划撤并政策的治理效能进行检

验。 研究发现，省级区划撤并通过打破区域间要素流动壁垒，协调统筹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及基础

设施的配置效率，使资源错配率下降，工业生产效率提升。 此外，省级撤并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３０ 年，
但政策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资源配置仍然具有影响。 文章为理解政府的空间治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

用机制提供了实证依据，对认知我国行政区划影响生产率发展的规律及其特点，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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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区划作为国家治理和区域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２０１７），学界将

这一重要论述概括为“行政区划资源论”（王开泳等，２０１９；申立，２０２０），确认它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准确把握行政区划的资源属性和内涵，用好

行政区划调整这一资源配置方式，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推动区域经济和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既有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其一，考察省

级行政区等级与权力分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其中，以重庆升格为直辖市的相关研究最为典型。 由

行政区划调整所引发的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变化，促进了重庆的经济增长（王贤彬、聂海峰，２０１０），引
发人口和产业的迅速聚集（唐为、王媛，２０１５）。 另一方面，由行政分权导致的地方权力扩充，有助于地

方政府更加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政策，获得更高的财政收入留存率，并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责任，为开

展投资项目带来更多便利等，从而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创造更有利的条件（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其二，考察区域行政等级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现有研究考察了行政区划等级提升政策对经济

发展的促进效果和影响机制（郑新业等，２０１１；韦欣等，２０２１）。 以设立国家级开发区或撤县设区为代表

的行政区划等级提升有助于城市人口增长，发挥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的协同效应（刘瑞明、赵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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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魏守华等，２０２０），但若不注重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出现对高层级行政区的偏袒，可能造成内陆中

低等级城市的相对“塌陷”。
其三，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是行政区划调整作用于地方经济的重要动因（王贤彬、聂海峰，

２０１０；Ｊｉ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地方官员不仅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还在地方管理方面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对政治激励作出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的反应，通过制定有利于本地发展的行政区划

调整政策，对促进其辖区内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周伟林等，２００７）。
其四，从微观视角来看，集聚效应是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 首先是行政区

划调整带来的要素扩张和产业集聚。 地方政府通过经营土地吸引大量企业进入，带来企业数量扩张，带
动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快速积累，进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唐为、王媛，２０１５；邵朝对等，２０１８）。 其次

是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区域一体化与产业集聚。 例如上海市静安区和闸北区的合并提高了原闸北区公

共服务水平，长期而言，促进了整个合并区域的要素集聚和经济发展（余华义等，２０２１）。 此外，行政区

划调整通过地方规模扩张带来集聚效应，提高辖区行业的多样化水平，进而能够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质

量（詹新宇、曾傅雯，２０２１）。
回顾既有研究，相关讨论在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还存在两个局限性。 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行

政区划调整的短期效果，而行政区划调整与改革通常涉及地理边界、行政等级、权力分配等空间、权力、
组织、政策等多个领域的相应变动，一旦调整较难再次变更，其影响具有长期性，因此，有必要对其长期

政策效果进行考察。 第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政治、政策和产业环境等外部条件变革对地区经济的间接

性影响，而对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本身如何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的微观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尤其是对行

政区划本身的资源配置属性缺乏深入研究，从而使得真实可信地评估和探讨行政区划实际经济效果缺

乏可靠基础。
本文基于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撤并调整的考察，通过构建生产要素错配指数和运用

倍差法，从资源错配角度实证检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区划调整对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贡献在

四个方面：第一，首次从经济结果的长期影响视角，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的“省级撤并”行政区划调整

政策进行长达 ６０ 年的政策效果评估，力图为评估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提供评价标准和体系，为科学调整

行政区划政策提供政策依据。 第二，首次从行政区划调整的资源配置属性，考察全国范围内省级行政区

撤并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第三，在现有理论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将资本错配引

入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第四，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及其替代效应对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不同影响，从
资本错配的角度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为理解政府的空间治理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

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对认知我国行政区划影响生产率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制度背景介绍、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新中国成立之前，政府治理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省级行政区数量过多、管理效率低下。 在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领导近 ５０ 个省级行政区，明显超出了中央政府的有效管理范围，对资

源的统筹配置形成了掣肘。 这一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后便得到了即时调整和改善。 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

地方各级人民政权，恢复经济运行，中央政府依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

领》中关于地方政府制度的基本原则，对旧有的行政区划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撤并

省级行政区域，精简中央直接统辖的一级行政单元数量。
总体而言，经过对省级行政区域进行撤并，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化，如

图 １ 所示。 这一期间省级撤并调整覆盖东、中、西部地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次变动是在 １９５２ 年至 １９５３ 年。 为了给 １９５３ 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创造条件，中央政府对

省级行政区进行了大幅度撤并，主要调整类型可以归纳为“撤小并大”和“化零为整”，将包括苏南、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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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变化趋势

在内的 ８ 个行署归并到 ３ 个省，并且撤销平原省、并入山东省和河南省，撤销察哈尔省、并入河北省和山

西省等。 在组织形态方面，中央政府将军政管理委员会改为行政管理委员会，以便适应当时的形势，使
之履行统筹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职能。 在两年的撤并改革后，省级行政区划数量减少 ６ 个，由
原来的 ５２ 个降为 ４６ 个。

第二次省级区划撤并发生在 １９５４ 年，主要任务是“撤虚向实”、“撤小并大”以及撤并中央直辖市。
第一，“撤虚向实”，即是将“大行政区”这类“虚级”区划设置撤销，并入“实级”的省级区划建制。 包括

撤销 ６ 个大行政区机构，以及撤销安徽和四川的地方行政公署建制，分别划入安徽省和四川省等。 第

二，“撤小并大”的调整，包括将东北五省合并为三省，撤销辽东、辽西两个省的建制，将其合并为辽宁

省。 此外，还包括撤销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撤销绥远省、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撤并中央直辖市，
在保留特大中央直辖市不变外，将原有的其他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或并入省建制。 此轮调整后，省级

的行政区划数目明显降低，由原来的 ４６ 个减少为 ３１ 个。
第三次省级区划撤并发生在 １９５５ 年之后的 １０ 年间，这一时期调整的主要特点是“点面俱全”，改革

内容的制定更为全面细致。 既包含宏观层面的大调整，也包括延续前两轮改革思路的局部微调；在考虑

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便利性的同时，兼顾地方民族文化发展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撤并

大行政区；二是减少中央级直辖市；三是撤并幅员较小的省份；四是设立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五是继

续“撤小并大”，如撤销热河省，将其划入辽宁、内蒙古、河北等。 在这些调整和变动之后，我国的省级行

政区数量再度减少，由原来的 ３１ 个减少为 ２９ 个。
省级撤并调整通过精简省级行政区数量，合理化各省区管理幅度，统筹各省资源，对生产要素的空

间分布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进行全面改革。 行政区划调整推动了权力资源的垂直化管理和优化重

组。 随着大行政区制的取消，中央通过省级区域撤并，精简政区数量，对地方行政区实现更为高效的垂

直化管理，对省级区域空间资源进行直接的重新布局。 这种垂直化管理模式，有助于扭转各地资源过分

分散、经济集聚程度较低、资源错配较严重的局面，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王麒麟，２０１４；Ｂｏ，２０１９）。 对

此，本文首先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级撤并”政策能够提高调整区域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进一步分地区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很大。 １９５２ 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 ６８. ３％ ，而中、西部分别只占 ２１. ３％ 和 １０. ４％ 。 中西部地

区由于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较差、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较短，从而需求分散、资本技术要素稀缺等原因，
其大部分工业行业的竞争优势都难以与东部相比。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
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合理地配置我国的生产力，促进各地区的经

济发展，并且使我国工业的布局适合于资源和国防的条件，必须充分地利用近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
这使得东部地区工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具体而言，经济发展水平原本较高的东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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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能够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和生产要素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落后、“强省不

强、弱省积弱”的情况下，东部地区“以点带面”的优先发展模式，能够有力地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效应，
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加速增长。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省级撤并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省级撤并”行政区划改革能够促进人口和产业的迅速聚集，有利于城市生产要素的空间重构和城

市发展重心的转移。 “省级撤并”行政区划调整会推动城市周边地区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而在短期

内迅速增加城市市区的人口规模，并促进劳动人口流动，从而改变区域人力资本结构。 另外，省级撤并

调整有助于扩大工业较为发达省份的经济发展空间，突破区划空间限制。 如将省界周边的县、市并入该

省较为发达的区域，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１）通过扩展工业发达城市的规模解决发展空间受阻的问

题，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２）强化核心区域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引领能力，有助于推动城市间功

能要素在区域间优化配置。 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有助于突破城市发展的“边界壁

垒”，放大城市集聚效应的正外部性效应，实现空间资源的优化重组（王贤彬、聂海峰，２０１０；Ｊｉ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１）。 此外，省级撤并还可以凭借统一的规划管理方案，缓解原行政区之间的国土资源分配不合理的

状况，促进资源整合，减缓要素资源的过度切分和重复配置，促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

充分流动，从而实现优势省份的生产效率改善。 要素资源的重新优化配置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区域的

统筹协调能力，进而平衡各区域之间的差异，重塑我国区域和城乡发展格局。 对此，本文提出第三个

假说：
假说 ３：省级撤并调整通过改善区域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辖区内的工

业全要素生产率。
最后，两个省级行政单元的撤并调整往往涉及省界的变更、区域和市场的合并与整合，调整后行政

区的权力、空间、人事维度的调整范围和层级都更加广泛和多维，在保障区域发展稳定的前提下，再次行

政区划调整的难度将加大。 因此，调整后确定的区域边界和管理范围在一定时期内将保持稳定，形成新

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 另一方面，从调整原因而言，“省级撤并”的调整多出于经济发展考量，制定的

改革政策却涉及跨文化所属区域的融合与资源再配置，因此融合与适应过程较长，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将

产生较为长期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考察省级撤并调整对区域经济的长期影响，并对此提出第四个假说：
假说 ４：省级撤并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三、模型、变量和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行政区划调整引起的资源配置变化和经济增长，可以看作是对所调整地区实施的一项准自然实验，
评价政策效应可以看作一个准自然实验的结果，因此使用双重差分法可以有效地分离出政策的实际效

应。 本文以发生撤并的省级行政区为实验组，将国内其他没有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省级行政区作为控

制组。 通过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从统计上推断行政区划变迁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此

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差异较大，因此，本文进一步对东中西部省份的行政区划调整分别进行

考察。 由于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年份不一，本文以每个行政区发生调整的年份作为政策的处理时间

点，对行政区划调整对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估。 本文构建面板双重差分模型

如下：
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ｔｒｅａｔｉ ＋ α２ｐｏｓｔｔ ＋ α３ ｔｒｅａｔｉ × ｐｏｓｔｔ ＋ α４Ｘ ｉｔ ＋ εｉｔ （１）

　 　 在式（１）中，Ｙｉｔ代表的是省级行政区 ｉ 在时期 ｔ 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 ｌｎ（ＴＦＰｉｔ），或资本错配

指数 σｉｔ，ｔｒｅａｔｉ为是否发生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虚拟变量，该行政区发生过调整取值为 １，未发生则取

值为 ０。 ｐｏｓｔｔ 为时间虚拟变量，政策时点以前取 ０，政策时点之后取值为 １。 Ｘ ｉｔ为包括第二产业固定资

本存量、就业人数和总产值等在内的控制变量，εｉｔ是随机误差项。 α３是本文主要关心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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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洛经济模型中，技术进步的贡献是扣除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份额后的剩余部分。 众多文献研

究都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作出合理的机制性解释（Ｂｅｒｎａｒｄ ＆ Ｊｏｎｅｓ，
１９９６；黄先海等，２０１２）。 本文在计算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错配指数时采用变系数模型估算的省际数据

并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代理变量。 本文收集的数据来源于以下资料：《新中国 ５０ 年

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 ６０ 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５２ ～ ２００４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和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对于数据缺失的年份，本文以数据缺失年份时间段的前一年和后一年取年均增长率

估算补入。

（二）资本错配程度核算方法

本文借鉴谢长泰和彼得·克莱诺（Ｈｓｉｅｈ ＆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以及许捷和柏培文（２０１７）的研究方法，将
两种要素劳动和资本分别记为 Ｌ 和 Ｋ，用 Ｙ 表示总产出，则生产函数的表达式为：

Ｙ ＝ ∑
Ｎ

ｉ ＝ １
ｐｉＹｉ， Ｋ ＝ ∑

Ｎ

ｉ ＝ １
Ｋ ｉ， Ｌ ＝ ∑

Ｎ

ｉ ＝ １
Ｌｉ （２）

　 　 本文进一步提出假设，将产业的生产函数设定为 Ｃｏｂｂ － Ｄｏｕｇｌａｓ（Ｃ － Ｄ）形式：
Ｙｉ ＝ ＡｉＫαｉ

ｉ Ｌβｉ
ｉ ＝ ＡｉＫ１－βｉ

ｉ Ｌβｉ
ｉ （３）

　 　 利润函数为：
πｉ ＝ ｐｉＹｉ － ｐＫ（１ ＋ τＫｉ

）Ｋ ｉ － ｐＬ（１ ＋ τＬｉ）Ｌｉ （４）
　 　 则利润最大化时：

∂πｉ

∂Ｌｉ
＝ Ａｉ（１ － αｉ）ｐｉＫαｉ

ｉ Ｌ －αｉ
ｉ － （１ ＋ τＬｉ）ｐＬ （５）

　 　 本文尝试在约束条件下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的均衡解：

Ｌｉ ＝
ＰαｉＹｉ

（１ ＋ τＬｉ）ＰＬ
Ｌ ∑

ｊ

Ｐα ｊＹ ｊ

（１ ＋ τＬｊ）ＰＬ
（６）

　 　 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ｉ、 ｊ 分别代表省份 ｉ 和省份 ｊ。 ｐ、ＰＫ、ＰＬ分别为产品价格、资本要素价格和劳

动要素价格。 资本要素和劳动素的扭曲税分别用 τＫ、τＬ表示。 α、 β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
α ＋ β ＝ １。 假设竞争均衡时在第 ｉ 个省份的产值占整体经济的份额是 Ｓｉ ＝ Ｙｉ ／ Ｙ，则以产出加权的资本平

均贡献值为 �α ＝ ∑
Ｎ

ｉ ＝ １
Ｓｉαｉ。 省份 ｉ 的资本相对扭曲系数为σ^Ｋｉ ＝ σＫｉ ∑ Ｓｉαｉ

α
æ

è
ç

ö

ø
÷σＫｉ，可将要素在地区 ｉ 的相对

扭曲系数还原为：

σ^Ｋｉ ＝ Ｋ ｉ

Ｋ
æ
è
ç

ö
ø
÷

Ｓｉαｉ

α－
æ

è
ç

ö

ø
÷ （７）

σ^Ｌｉ ＝ Ｌｉ

Ｌ
æ
è
ç

ö
ø
÷

Ｓｉβｉ

β
－

æ

è
ç

ö

ø
÷ （８）

　 　 结合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经验，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具有完全替代性。 要素相对扭曲程度的测量是

要素资源在省份 ｉ 与在其他省份配置的平均扭曲程度之比。 上述两式没有考虑要素内在的不完全可替

代性，即劳动不能完全替代资本，因此，无法对资本相较于劳动是否存在错配进行度量。 如果没有将资

本和劳动要素进行要素优化配置或有机结合，边际资产回报率无法被最大化，此时的经济并非是最有效

率的。 鉴于以上问题，要构建准确全面的资本配置扭曲系数，需要综合考虑资本、劳动因素及二者之间

的相互关联性。 事实上，劳动要素配置扭曲包含在资本扭曲之中，如果能够将劳动配置扭曲考虑进去，
反映资本配置扭曲程度来建构资本相对于劳动的配置扭曲系数，则能够满足条件：

σ^ ＝
σ^Ｋｉ

σ^Ｌｉ
＝

ｋｉ ／ ｌｉ
ａｉ ／ ｂ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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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ｋｉ ＝ Ｋ ｉ ／ �Ｋ，ｌｉ ＝ Ｌｉ ／�Ｌ，αｉ ＝ αｉ ／�α，βｉ ＝ βｉ ／�β。 由于资本配置过度和资本配置不足都属于资本错配，
所以可以继续改写为：

σ ＝ σ^ － １ （１０）
　 　 通过重新构建资本错配程度的系数 σ，当 σ ＜ ０ 时，资本相对劳动配置不足；当 σ ＞ ０ 时，资本相对于

劳动配置过度；当 σ ＝ ０ 时，资本相对劳动不存在配置扭曲。 在后续的计量模型中，本文对该系数取绝

对值，从而使计量回归系数表示结果更为明确，且方向统一，即当绝对值数值越大，资本相对于劳动的错

配程度也就越高。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根据是否参与行政区

划调整，将样本划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并进一步生成省级撤并交叉项，以检验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如下：

表 １：省级撤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ｌｎ（ＴＦＰ）

（３）
ｌｎ（ＴＦＰ）

（４）
ｌｎ（ＴＦＰ）

调整省份 ×调整后
０. ８０３∗∗∗

（０. ２２２）
０. ８７３∗∗∗

（０. ２５０）
０. ４９３∗∗∗

（０. ０５１）
０. ２９０∗∗∗

（０. ０６９）

滞后一期 ＧＤＰ 的对数
０. ３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６）

省人口数
０. ３５４

（０. ２４５）
１. ０２０

（０. ６０７）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观测数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
Ｒ２ ０. ０５５ ０. ２２９ ０. ９１５ ０. ９４８

表 １ 的回归结果表明，省级撤并调整对地方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首先，在未包含年

份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中，省级撤并交叉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且超过 ０. ８。
这一系数说明，调整省份在调整时间点前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大幅超过非调整省份在调整时间点前

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同时，加入省份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模型中省级撤并交叉项对全要素生产

率的回归系数下降至 ０. ４９３。 在此基础上，继续纳入年份固定效应，模型的解释力度高达 ０. ９４８。 在最

严格的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下，省级撤并调整对地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据此可以认

为，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调整对于该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显著。

（二）长期动态影响

在表 １ 的基础上，表 ２ 汇总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的增长动态效应。 回归结果显

示，在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使得东部地区的工

业全要素生产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 １９７８ 年比未发生调整的省份显著上升 ２９. ６％ ；而改革开放以后的

３０ 年，发生调整的省份比未发生调整的省份显著上升 ４８. １％ ，高于改革开放前一倍。 这说明，行政区划

调整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仅在改革开放以前发生，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得到更大的释放，表明

行政区划改革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仅是短期的，更是长期的。 在控制了工业总产值、资本存量和就业

人口数后，这一结果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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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行政区划调整对 ＴＦＰ 的动态影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ｌｎ（ＴＦＰ）

（３）
ｌｎ（ＴＦＰ）

（４）
ｌｎ（ＴＦＰ）

（５）
ｌｎ（ＴＦＰ）

（６）
ｌｎ（ＴＦＰ）

改革开放前 ３０ 年
０. ２９６∗

（０. １５９）
０. ２７６∗

（０. １５５）
－ ０. １５５
（０. ２５７）

－ ０. １５９
（０. ２５８）

－ ０. ２３７
（０. １８０）

－ ０. ２４０
（０. １７６）

改革开放后 ３０ 年
０. ４８１∗∗

（０. ２２９）
０. ５１０∗∗

（０. ２４１）
－ ０. １８４
（０. ３６１）

－ ０. １９１
（０. ３６２）

－ ０. ３７５
（０. ３０３）

－ ０. ３９０
（０. ３００）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Ｒ２ ０. ７６８ ０. ７６８ ０. ７６３ ０. ７６３ ０. ７６５ ０. ７６６

省级撤并调整在东部地区获得显著的正面效应，可能得益于东部地区人口稠密、城镇密度高、产品

市场和要素市场快速发展。 省级撤并带来的区域一体化，打破市场壁垒，加速要素自由流动，对全要素

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 虽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通过计划手段配置资源，
使工业布局和生产要素资源由沿海逐步向中西部内地推进，但中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市
场和人才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普遍滞后，故未能通过撤并政策激活要素自由流

动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要素流动主要是通过要素市场的直接配置而实现的，要
素市场的滞后必然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体系和经济活动的整体运行，这一潜在因素可能造成东

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越发加大。

五、影响机制

（一）资源配置效率效应

由以上基准回归结果可知，行政区划调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此基础上，
本部分进一步考察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如何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 薄诗雨

（Ｂｏ，２０１９）借助工业企业数据发现，１９８３ ～ ２００３ 年的行政区划集中化改革可以减少城市内部的资源分

配不当。 本文通过地区 ｉ 的资本与劳动相对扭曲系数之比的错配程度，运用上文的资本错配指数模型，
估算了行政区划调整对资本错配效率的影响。 表 ３ 的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的

资本错配率，提升了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 这一结果在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个体固定效应和每年

的宏观政策影响后仍然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 以上结果与表 １ 的基准回归结果

相对应，说明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省级撤并通过缩小省级行政区划规模，打破原来由制度、地理等因素形成的

表 ３：行政区划调整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１）
错配率

（２）
错配率

（３）
错配率

（４）
错配率

（５）
错配率

（６）
错配率

行政区划调整
－ ０. １７４∗

（０. ０９４）
－ ０. １６５∗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３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５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７）
其他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１３８０
Ｒ２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１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０ ０.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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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市场壁垒，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 省级撤并调整通过整合与集约利用资源，提高了生产

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调整省份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

人力资本相对优势有助于技术溢出，促进集聚，进而促进生产率的提升。 第二个五年计划阶段，我
国注重培养建设型人才，将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作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并注重师生人

数比例来保障教育质量，以纠正此前因片面强调数量、忽视质量而导致的教育质量下降。 在全国中学办

学速度方面，江苏省最为典型。 江苏省南京市从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开始，七天里不花国家一分钱，创办

２６３ 所职业中学。 江苏省撤销苏南苏北 ２ 个行署区，合并恢复江苏省的调整，有效地整合资源、实现教

育资源的统筹发展，以此实现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本提升。 人才的集聚容易通过正式与非正式交流产生

思想碰撞的火花，促进技术创新，进而保持企业、产业和集聚区的竞争优势（胡霞，２００９）。 基于地区层

面的分析，本文尝试检验区划调整通过整合劳动力生产要素资源，对生产率产生影响。 由于新中国成立

初期，全国及各省统计年鉴没有直接关于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本文将地区非农从业人员的受教育

程度指标用每万人中含中等学校的专任教师数来近似替代。 学校教师数多寡可以反映当地劳动力市场

中人力资本含量高的劳动力质量状况。 表 ４ 回归结果的第（１）至（３）栏表明，区划调整后，全国普通中

等学校教师人数和东部普通中等学校教师人数均显著提高，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显著增加，该结果与本文

的预期一致。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基础设施的状况，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结构的

优劣，进而决定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 以河北省为例，京山、京广两条铁路干线，串联着纺织、机电、
钢铁、电力、建材、化工、医药、轻工等部门的主要工业企业，沿线的工业企业创造着占全省一半以上的业

产值，形成河北的“工业走廊”。 １１ 个大中城市、两线和两片构成河北工业的点、线、面展布的网络。 这

种以矿定区、因运靠路、就城布点的发展方式，形成河北工业“资源型”特点，促进了矿区城镇的发展和

城市群的形成。 行政区划调整拓展了区域统筹发展空间，加快构建河北与周边及省内交通网络，推进了

华北与东北、横跨中国南北铁路通道的建设。 本文认为，行政区划调整能够促进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

的发展，进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表 ４ 第（４）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后，人均铁路里程数显

著增加，第（５）列回归结果则表明行政区划调整使民用汽车运输增加，提高了生产要素与资源的流动，
进而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第（６）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提高了电话

用户数，从另一个维度表明了区划调整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影响。

表 ４：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建设

（１）
全国普通中等
学校教师人数

（２）
东部普通中等
学校教师人数

（３）
第二产业
就业人数

（４）
人均铁路
营业里程

（５）
民用汽车
拥有量

（６）
电话用户数

东部调整
０. ４２４∗∗∗

（０. １３１）
０. ３６０∗

（０. １９５）
０. ４９３∗

（０. ２５８）
０. １２５∗

（０. ０６８）
０. ６９７∗∗

（０. ２６６）
０. ４８５∗∗

（０. １７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８７３ ３３４ １３８０ ４５９ ４１８ ４８７
Ｒ２ ０. ９４３ ０. ９４４ ０. ８３８ ０. ９６０ ０. ９９１ ０. ９８７

（三）中介效应检验

下文着重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考察省级行政区划撤并的实施效果，以便对传导机制进行更为细致的

分析。 本文主要纳入衡量地区资本错配率、邮电通信、财政分权的中介变量，检验省级区划撤并调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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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传导机制。 表 ５ 展示了三种潜在影响渠道的效果。 回归结果表明，省级行政区划

调整通过影响资本错配率和邮电通信建设投入，进而提升地方全要素生产率，而财政分权不是主要影响

因素。
表 ５ 的第（２）、（４）、（６）列，分别检验了省级区划撤并对资本错配率、邮电通信基础设施和财政分权

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省级撤并政策对资本错配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财政分权和邮电通信影响显著

且为正。 表 ８ 的第（３）、（５）、（７）列，将以上三个变量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控制后，可以看到资本配置效率

优化效应和邮电通信建设效应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减小，但仍然显著为正。 以上

结果说明，资本配置效率优化效应和邮电通信建设效应，能够部分解释省级撤并对工业产业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作用，资本优化配置和邮电通信业的发展在省级撤并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工业经济增长具有中

介传导作用。

表 ５：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分析

（１）
ｌｎ（ＴＦＰ）

（２）
资本错配率

（３）
ｌｎ（ＴＦＰ）

（４）
邮电通讯

（５）
ｌｎ（ＴＦＰ）

（６）
财政分权

（７）
ｌｎ（ＴＦＰ）

东部调整地区 ×
调整后

１. ５４６∗∗∗

（０. ２４４）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５２）
０. ８７８∗

（０. ４５５）
０. ８５７∗∗∗

（０. １１５）
０. ２３０∗∗∗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８）
０. ６００

（０. ３７８）
滞后一期 ＧＤＰ 的

对数
０. １２７

（０. ４１６）
０. ０９０

（０. １０２）
０. ０２９

（０. ４５７）
０. ６３２∗∗∗

（０. １７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８）
０. ４７１

（０. ３０８）

省人口数
０. １６７

（０. １２８）
０. ４３１∗

（０. ２１３）
０. ０４３

（０. １２３）
－ ０. ２９２
（０. ５００）

０. ２４４
（０. ３１９）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５６
（０. ６６０）

资源错配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３）

财政分权
５. ４３９∗∗

（２. ４３９）

邮电通信
０. １２０∗

（０. ０７０）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 ８７４ １４４ ３４９ ３１９ ３１９ １５８８ １５５
Ｒ２ ０. ７５７ ０. ９７８ ０. ８８４ ０. ９８９ ０. ９４６ ０. ７５３ ０. ８１６

此外，东部地区经过省级调整后邮电通信发展水平也得到大幅提升。 邮电通信发展对经济增长有

重要意义，加快信息流通速度可以有效提高经济活动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新中国成立后，我
国为增强薄弱的邮电通信事业基础，增强其通信能力、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一直将恢复与发展邮电通

信视为主要任务之一，包括整修铁道邮路、修复与架设长途电信干线和开通相关设备等。 行政区划调整

通过整合省级行政区生产要素资源，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促进省内与省际的邮电通信发展，本文

的回归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省级行政区划撤并通过统筹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显示了

省级行政区划撤并调整对提高区域工业生产率的重要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省级行政区划调整，是值得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以及经济史学关注的重要改

革，对于我国地缘政治安全、国家内部稳定、经济恢复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我

国省级行政单元数量、边界和区域设置对区划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和充分评估。 本文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省级撤并”在区域工业增长方面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验证和探讨，期
望这一研究对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行政区划资源论”，推进我国政府空间治理体系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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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支撑体系产生积极意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８ 年间我国的省级行政区划撤并调整，显著提高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

省级行政区划撤并政策在不同地区的实施效果相差较大，调整效果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 如何理解省

级行政区划调整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施效果的差异，不仅对深入研究有导向作用，也有助于现实

政策的进一步完善与实行。 由省级撤并带来的区域一体化和市场壁垒的消除加速了东部地区生产要素

的自由流动，对工业生产率起到明显的提升作用。 而中西部地区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长期滞后，进而影

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市场体系及经济活动的整体运行，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的差异越发凸

显。 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划撤并通过优化省级行政区划管理幅度、组织

架构和资源集聚水平，提高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显著改善了资本配置效率和省内与省际的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以邮电通讯发展为例，其所带来的信息流通速度加快有效提高了区域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而

促进了工业生产率的提升。
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当市场机制尚处于孕育阶段，行政区划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资源

的再优化配置。 本文提供的经验事实反映了行政区划配置经济资源的重要作用，从经济史角度为进一

步研究提供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省级撤并”区划调整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长期的，通过资源在

更大区域范围的自由流动逐步实现了区域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 妥善的边界变动，能够通过降低地方

保护主义和区域市场壁垒造成的不利影响，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有利条件，进而降低资源错配

率，优化资源的配置效能和区域的治理结构。 因此，在制定行政区划调整相关政策时，需要对所涉及的

空间资源、权力组织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进行综合的评估考察，在区域实际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参照区

域发展目标进行审慎的规划，统筹协调适宜地方发展的空间制度安排，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以实现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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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百年理论创新与治理经验· 韦　 欣 等：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区划撤并的资源配置效应与经济增长


